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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人口流动已经由劳动力个人流动模式转变为家庭流动模式，进入了人

口迁移的第二个过程，即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在流入城市长期定居，进行永久迁移。 本文

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 ２８９ 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研究城市公

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

移意愿的异质性作用。 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显著影响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城
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通过群体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

于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更强，而在农民工群体内，
与第二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更强。 进一步

通过个体异质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入时间越长、收入水平越高、拥有自有住

房、家属随迁的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需求更大，永久迁移意愿更强。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

城市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趋势，进而遏制城镇

化进程中出现的城镇规模两极分化，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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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急剧扩大，由 １９８２ 年的 ６５７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 ４１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从 ０ ６６％增加到 １７ ２７％ 。 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在快速推进，城
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２％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９ ５８％ ，城镇常住人口从 １ ７２ 亿人增长到 ８ ３１ 亿

人①。 可见，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快速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面

临诸多挑战：一是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比例较低。 人口迁移可分为临时迁移和永久迁移，虽然这种

区别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这种区别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与国外人口流

动与定居同时发生不同，中国流动人口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其选择向城市流动后，却不能预期在

城市长期定居进行永久迁移，进而永久迁移比例过低（蔡昉，２００１［１］；白南生和何宇鹏，２００２［２］；章
铮，２００６［３］）。 二是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

化倾向（魏后凯，２０１４） ［４］。 大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面临巨大压力，而流动

人口仍然向大城市集聚，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五个

城市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２４ ７４％ （夏怡然等，２０１５） ［５］。 另外，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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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具有较高意愿向大城市永久迁移，直辖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

意愿为 ６４ ４１％ ，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为 ４０ ６６％ ，而其他地级市流动

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仅为 ２８ ９３％ 。 可见，中国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并具有较高的永久迁移意

愿，那么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中国的人口迁移包含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迁

移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蔡昉，２００１） ［１］ 。 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第一个过程，认
为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大城市的高收入水平是吸引流动人口

向大城市集聚的主要因素（巫锡炜等，２０１３［６］ ；童玉芬和王莹莹，２０１５［７］ ）。 随着中国人口流动由

劳动力个人流动模式转变为家庭流动模式（段成荣等，２０１３［８］ ；吴帆，２０１６［９］ ），中国人口迁移进

入了第二个过程，即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在流入城市长期定居进行永久迁移，此时公共服务成为

影响人口永久迁移的重要因素。 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打

算居留在本地的主要原因中，排名前三的原因为子女有更好教育机会、个人发展空间大、收入水

平高，比例分别为 ２２ ３％ 、１９ ２％和 １５ ９％ ，可见，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教育已经成为流动人口居

留城市的最主要原因，超过了收入水平和个人发展空间的影响。 而中国优质的公共服务都高度

集中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城市间公共服务差异已经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向大城

市集聚的重要因素。 目前，已有文献主要利用地区加总数据研究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或
者研究流动人口个人获取公共服务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汤韵和梁若冰，２００９［１０］ ；李拓和李斌，
２０１５［１１］ ；侯慧丽，２０１６［１２］ ；刘乃全等，２０１７［１３］ ）。 但利用地区加总数据进行研究忽略了个体异质

性和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利用微观数据直接估计个人获取公共服务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存在

内生性问题，并忽略了地区因素的影响。 利用微观数据和地区数据的匹配数据进行研究则可以

解决上述问题。
因此，本文运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 ２８９ 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

意愿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随着中国人口迁移进入第二个过程，学术界开始关

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而关于流入地公共服务对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则相对匮乏，
本文实证研究了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二是与已有文献仅利用地区数据

或微观数据相比，本文利用城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进行研究，克服了仅利用地区加总数据

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和仅利用微观数据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同时控制了城市特征、个人及家庭特

征因素的影响。 三是本文考察了城市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异质性作

用，并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代际差异。

二、 文献综述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在地区间迁移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或预期工资 （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１４］；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１５］ ）。 但除了更高的工资，人口还为了更好的公共服务而迁移。 Ｔｉｅｂｏｕｔ
（１９５６） ［１６］最早将地区公共服务纳入人口迁移理论当中，提出了“用脚投票”机制，即居民会比较地

区间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差异进而做出是否迁移决策。 之后大量文献就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的作

用进行了经验研究。 Ｏａｔｅｓ（１９６９） ［１７］通过研究公共服务和税率的资本化对“用脚投票”机制进行实

证检验，其逻辑是居民为了更好公共服务和更低税率迁移会引起流入地房地产价值的上涨。 研究

发现，学校教育质量越高和税率越低的地区，其房地产价值越高，间接验证了“用脚投票”机制的存

在。 之后大量文献根据 Ｏａｔｅｓ 的基本模式，验证了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公

共服务资本化现象（Ｆｅｎｇ 和 Ｌｕ，２０１３［１８］；Ｂｒａｓｉｎｇｔｏｎ 和 Ｈｉｔｅ，２００３［１９］；Ｃａｒｌｓｅｎ 等，２００９［２０］；Ｓａｋａｓｈｉ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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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Ｈｉｒａｏ，２０１０［２１］）。 但通过检验地方公共服务和房地产价值的相关关系只能间接证明“用脚投票”
机制的存在，无法直接验证地方公共服务对人们居住地选择的影响（Ｑｕｉｇｌｅｙ，１９８５） ［２２］，除了公共服

务被资本化到房价中导致高房价之外，还有住房供给不足等因素导致高房价。
因此，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Ｄａｙ（１９９２） ［２３］ 利用加拿大 １９６２—

１９８１ 年省级加总数据研究政府支出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发现省级政府支出显著影响了省际人

口迁移决策，尤其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健康支出越多的省份，人口流入率越高。 杨义武等

（２０１７） ［２４］利用中国城市加总数据研究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发现地方公共品供给水

平对人口迁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李拓和李斌（２０１５） ［１１］ 利用城市加总数据研究城市公共服务水

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 然而，
利用地区加总数据研究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略了个体异质性，加
总迁移率暗含了人口同质假设，但人口在做出迁移决策时存在个体差异；二是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人口向某一地区迁移，该地区的公共服务会相应增加，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可能是人口流入的

结果。
随着相关微观数据出现，学者开始利用微观数据研究个人获取公共服务对其迁移行为的影响。

侯慧丽（２０１６） ［１２］利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建立

健康档案等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的获取使得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

定居，对于超大城市更是如此。 刘乃全等（２０１７） ［１３］以长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研究城

市公共服务获取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已经获取社会保障、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

育和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长期迁移意愿。 但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直接估计个人获取公共服务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二是忽略了地区因素的影

响，人口迁移意愿不仅与其自身特征相关，更可能受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
为解决上述问题，学者利用微观数据研究流入地区特征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Ｄａｈｌ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１２） ［２５］利用瑞士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地方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发现在给定税率的情

况下，在孩子照顾上公共支出越多的地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越大。 但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

在，更多关注了经济发展水平、房价等流入地区因素（林李月和朱宇，２０１６［２６］；董昕，２０１５［２７］ ），而关

于流入地区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意愿影响的研究则相对匮乏。 另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

口永久迁移的实现，研究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运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 ２８９ 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研究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

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异质性作用。

三、 特征事实与研究假设

１． 特征事实

中国的城镇发展具有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特征，导致中国城镇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高等级行政中心获得了较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并在市场力量的

极化作用下，要素和资源进一步向这些城市集聚。 在行政配置资源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极化作用下，
中国高等级行政中心的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要素和产业，这种集中又使大城市政府有能力提

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魏后凯，２０１４） ［４］。 其结果是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间存在两极分化，差
距过大。 由表 １ 可知，根据城市的行政级别划分，２０１６ 年中国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其
他地级市的人均财政支出分别为 ３５４８９ 元、１８５５５ 元、９０３５ 元。 直辖市的人均财政支出是其他地级

市的 ４ 倍左右，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人均财政支出是其他地级市的 ２ 倍左右。 与民生相关的基

本公共服务支出，城市间差距也依然明显，２０１６ 年，中国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的人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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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支出分别为 ４７０５ 元、２６４７ 元，而其他地级市的人均教育支出仅为 １５３７ 元，远低于全国城市的人

均教育支出 ２９６３ 元，更是仅占直辖市人均教育支出的 ３３％ 左右。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公共服

务指数衡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其他地级市的公共服务指数分别

为 １ ８２９３、１ ４７５５、０ ９８８７，同样表明城市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表 １ ２０１６ 年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公共服务水平 直辖市 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 其他地级市 城市均值

人均财政支出（元） ３５４８９ １８５５５ ９０３５ ２１０２６

人均教育支出（元） ４７０５ ２６４７ １５３７ ２９６３

公共服务指数 １ ８２９３ １ ４７５５ ０ ９８８７ １ ４３１２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中国流动人口具有向大城市集聚特征，除了为了更多就业机会、更高收入水平向大城市集聚外

（巫锡炜等，２０１３［６］；童玉芬和王莹莹，２０１５［７］），还为了更好的公共服务向大城市集聚（夏怡然和陆

铭，２０１５） ［２８］。 并随着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和家庭化，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发强烈。 但

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对象是城市的户籍人口。 虽然大多数流动人口已经成为

流入城市的常住人口，具有稳定的就业和居住（段成荣等，２０１３） ［８］，但流动人口没有户籍制度的合

法性保障，享受不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 流动人口为了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就必须获

得流入城市的户口，实现永久迁移。 城市公共服务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
同时，由于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间的两极分化，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在城市间也存在两极分

化。 由表 ２ 可知，直辖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其他地级市的 ２ ２ 倍，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

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其他地级市的 １ ４ 倍。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

迁移意愿
直辖市 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 其他地级市

数量（人） 比例（％ ） 数量（人） 比例（％ ） 数量（人） 比例（％ ）

愿意 １５４５６ ６４ ４１ ２６０２８ ４０ ６６ １９２５１ ２８ ９３

不愿意 ４７３０ １９ ７１ ２０８２０ ３２ ５２ ２７８３０ ４１ ８３

没想好 ３８１２ １５ ８８ １７１６７ ２６ ８２ １９４５５ ２９ ２４

全部 ２３９９８ １００ ６４０１５ １００ ６６５３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所得

２． 研究假设

西方人口迁移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１４］；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１５］ ），
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区际、城际公共服务差异不大，所以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决策没有产生重要影

响，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仍在发展过程中，并存在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城市间公

共服务差异很大。 这种城市间公共服务差异对中国人口迁移决策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 由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知，子女有更好教育机会已成为流动人口打算居留在本地的

最主要原因，收入水平高和个人发展空间大退居为次要原因。 另外，与以往劳动力个人流动不同，
中国目前超过 ７０％的流动人口是以部分或完整家庭形式流动的，家庭化特征十分明显（段成荣等，
２０１３） ［８］。 对于流动人口个人来说，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较小，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家庭化，流动人

口及其随迁家属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发强烈，例如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对城市基础教育存

在刚性需求，流动人口的年迈父母对城市的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存在刚性需求。 另外，根据新家庭

经济迁移理论，人口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效益最大化来决定的（ Ｓｔａｒｋ 和 Ｂｌｏｏｍ，１９８５［２９］；Ｓｔａｒ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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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３０］）。 因此，城市公共服务成为影响人口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
但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公民权利具有属地特征，即获取义务教育、医疗服务、生存救助

等公共服务的权利是以地方户籍身份为凭证的（蔡禾和王进，２００７） ［３１］。 所以，目前人口家庭化流

动的实现程度并不高，仍有部分的流动人口面临着家庭成员异地分居，长期与配偶、子女或父母等

分离（杨菊华和陈传波，２０１３） ［３２］，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流动家庭也面临诸多问题，缺乏合法的制度

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相关政策仅从个人角度满足个体需求，往往忽略了流动人口的家庭需

求（段成荣等，２０１３） ［８］。 可见，中国户籍制度决定了流动人口为了个人及家庭成员能够享受流入

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将户口迁入本地，实现永久迁移（蔡禾和王进，２００７） ［３１］。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将户口迁入本地，实现永久迁移后，一方面，个人

及家庭成员可以享受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家庭效益水平。 不仅可以享受城市优质的教育、医
疗、文化、交通、环境等方面资源，提高物质收益，而且能够享受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带来更高的心

理收益，因为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实现家庭成员团聚的生活目标，不利于流动人

口携带家眷（王志理和王如松，２０１１） ［３３］。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由于无本地户口而支付的额外成本，
尤其为了获取与户口相挂钩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在教育资源方面，尽管目前大多数城市的教

育部门明确规定公立学校要平等接受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并制定了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需要满足的

条件。 但外来人口一般难以通过政府部门规定的各种证件审核，其子女就读公立学校的门槛仍然

较高，如果通过其他渠道入学，需要支付其他成本。 另外，近年来虽然多数省份陆续放开了外来人

口子女在本地参加高考的限制，但各地所设置的前置条件仍然明显偏高，不少外来人口子女仍需返

回户籍地读书和参加高考，父母或祖父母有一方则需要陪读，甚至一些子女独自生活，不仅造成家

庭分离，还可能造成子女不适应户籍地的教育和生活，高考失利，成本高昂。 在医疗服务方面，医疗

保险的参加具有属地特征，流动人口参加流入地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就医成

本。 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

仅为 ２５ ８９％ ，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１８ ５３％ ，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３ ６５％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２ ４９％ ，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１ ２２％ 。 另外，大多数流动人口缴纳了户籍地的医疗保险，但户籍地的医疗保险对于长期在外地工

作和生活的流动人口来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并且异地报销异常繁琐，常常难以通过申请。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四、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１．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ＭＤＳ）与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ＣＭＤＳ 数据按

照随机原则在全国的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

本点，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ＰＰＳ 方法开展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对全国和各省份具有

代表性。 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龄为 １５ 周岁及以上的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

入人口，样本量为 １６９９８９ 户。 本文主要研究有工作的流动人口，具备实现个人及家庭成员迁移的

能力，因此，仅保留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的样本，剔除了流动原因为家属随迁、婚姻嫁娶、拆迁搬家、
投靠亲友、学习培训、参军、出生、异地养老、其他的样本。 另外，为了便于识别城镇流动人口和农民

工，本文根据户口性质，保留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剔除户口性质为农业转居民、非农业转居民、居民

和其他的样本。 最后，本文剔除了个人收入缺失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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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是指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口径为全

市，房价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ｅｉ． ｃｎ）。
ＣＭＤＳ 数据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本文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Ｄａｈｌｂｅｒｇ 等，２０１２［２５］ ；夏怡然和

陆铭，２０１５［２８］ ），将城市特征数据滞后一年，采用 ２０１６ 年的城市数据。 因为城市公共服务与人

口迁移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不能直接得出城市公共服务影响了人口迁移，也可能是人口流

入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的增加，为了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城市公共服务及其

他城市特征的数据滞后一年。 本文将 ＣＭＤＳ 数据与城市数据进行匹配，剔除了城市特征数据缺

失严重的城市（三沙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个体微观数据缺失的城

市（抚顺市、通化市），最终得到 ２８９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１０７８７６ 户流动人口的个体微观数

据。
２． 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 所谓永久迁移意愿，
一般是指流动人口在迁入地长期定居的意愿。 在中国，受户籍制度的约束，通常把它视同为在迁入

地落户定居的意愿。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等（１９８７［３４］；１９９１［３５］）、蔡禾和王进（２００７） ［３１］ 认为，在中国的户籍制

度下，流动人口只有实现了户籍迁移，才能获取与本地居民同等的、能够保障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

各种权利，否则无论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多久，只要没有将户口迁入本地，流动人口不具有永久迁

移的制度合法性。 另外，邓曲恒和古斯塔夫森（２００７） ［３６］、马忠东（２０１９） ［３７］以是否获得当地户籍作

为标准，将已经获得当地户籍者视为永久移民。 据此，一些文献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为标

准，把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的流动人口界定为具有永久迁移意愿（蔡禾和王进，２００７［３１］；董昕，
２０１５［２７］）。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以上文献的做法，同样把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的流动人口

视为具有永久迁移意愿。 本文利用的是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其问卷中的问题

为“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答案选项为“愿意”“不愿意”“没想

好”。 本文将答案为“愿意”赋值为 １，即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具有永久迁移意愿，其他答案赋值为

０，不具有永久迁移意愿。
（２）核心解释变量选取。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公共服务，鉴于公共服务数据可得性和

代表性，根据一般文献的做法 （梁若冰和汤韵，２００８［３８］；汤玉刚等，２０１６［３９］；李永友和张子楠，
２０１７［４０］），将城市公共服务分为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文化五个方面。 为

了避免各变量间共线性和尽可能保存原有数据信息，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公共服务指数度

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具体指标和权重如表 ３ 所示。 其中，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城市交通、城市环

境、城市文化的总权重分别为 ０ ３５５９、０ １９６１、０ １６１５、０ １７７２、０ １０９３，可见，基础教育的权重最大，
医疗服务的权重次之，这与常识相符，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城市提供的最重要的两种公共服务，
也是个人最关心的两种公共服务。 本文提取了三个主成分，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６１ ４％ 。 由于

公共服务的主成分得分值出现负值，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对所有的得分值都加上 １，将其调整为正

数，如此调整并不改变城市间公共服务差异，也不改变回归结果。
表 ３ 公共服务指标体系构成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基础教育

每万名中学生拥有的教师数（人） ０ １１５６

每万名小学生拥有的教师数（人） ０ １０７６

每万名中学生拥有的学校数（所） ０ ０９９４

每万名小学生拥有的学校数（所） ０ ０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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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医疗服务

每万人拥有的医院数（家） ０ ０３９１

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张） ０ ０８３２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人） ０ ０７３８

城市交通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０ ０４６１

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车数（辆） ０ ０４１９

每万人拥有的出租汽车数（辆） ０ ０７３５

城市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０ ０４９５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０ ０１８２

污水集中处理率（％ ） ０ ０５９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０ ０４９９

城市文化
每万人拥有的公共图书馆藏书数（册、件） ０ ０４４２

每万人拥有的影剧院数（家） ０ ０６５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３）控制变量选取。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城市特

征、个人及家庭特征两类因素。 城市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工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房价、
城市行政级别。 具体来说，１）城市工资：流入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对流动人口的拉力越大，
其永久迁移意越强，本文利用职工年平均工资度量城市工资水平。 ２）城市就业机会：本文通过控

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捕捉城市的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代表城市

的就业机会越多，对流动人口的拉力越大，其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３）城市人口规模：一般来说，流
动人口可以从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中获取更高的工资水平（余运江和高向东，２０１７） ［４１］，但城市人口

规模过大，也带来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人口规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

响并不明确。 本文利用城市户籍人口数据度量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包括部分

流动人口，但流动人口并不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因而户籍人口更具有外生性。 ４）城
市房价：住房成本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生活成本，城市房价越高，流动人口的住房成本越高，对流动人

口的推力越大，其永久迁移意愿越低。 但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也存在公共服务资本化现象，高房价

也体现了更好的公共服务（梁若冰和汤韵，２００８） ［３８］，所以房价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

不明确。 ５）城市行政级别：在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下，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其配置的优

质资源越多，对流动人口的拉力越大，其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个人及家庭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流动范围、流入时间、社会融合、个人收入、婚姻状态、家属随迁情况、
家庭住房条件。 以年龄为例，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与人口迁移意愿呈倒 Ｕ 型关系，即迁移意愿随着

人口年龄的增大而增强，但到达一定年龄之后逐步减弱（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 ［２８］，本文加入年龄及

年龄平方捕捉年龄与人口迁移意愿的倒 Ｕ 型关系。 由于篇幅限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关于个人及

家庭特征变量对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做了详细介绍（陈俊峰和杨轩，２０１２） ［４２］，本文不再详细分析。
变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如表 ４ 所示。

表 ５ 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样本中 ８５ ７３％ 的流动人口属于农业人口，１４ ２７％ 属于

非农业人口，说明中国流动人口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但非农业人口的流动也不容忽视。 从个体特

征变量可以看出，具有永久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的比例为 ３７ ６３％ ，表明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偏

低，与目前现状符合。 另外，本文样本中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３５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 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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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月收入为 ４４００ 元，平均流入时间为 ６ 年，７４ ０９％ 的流动人口家属部分或完整随迁，表明目前人

口流动呈长期化和家庭化特征。 而只有 ２１ ４３％ 的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表明目前流动人口主

要以租房为主。
表 ４ 变量的计算方法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永久迁移意愿 １ ＝ 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０ ＝ 不愿意或没想好将户口迁入本地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公共服务 ２０１６ 年城市公共服务指数

控制变量 －
城市特征因素

城市工资 ２０１６ 年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万元）

城市经济发展 ２０１６ 年城市人均 ＧＤＰ（万元）

城市产业结构 ２０１６ 年城市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

城市人口规模 ２０１６ 年城市年末总人口（百万人）

城市房价 ２０１６ 年城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千元 ／ 平方米）

城市行政级别 １ ＝ 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０ ＝ 其他地级市

控制变量 －
个人家庭特征因素

年龄 ２０１７ 年 － 出生年份

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 ＝ 年龄 × 年龄

性别 １ ＝ 男性；０ ＝ 女性

受教育程度
０ 年 ＝ 未上过学；６ 年 ＝ 小学；９ 年 ＝ 初中；１２ 年 ＝ 高中及中专；１４ ＝ 大学专

科；１６ 年 ＝ 大学本科；１９ 年 ＝ 研究生

社会融合
１ ＝ 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本地人接受我；０ ＝ 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本地人接

受我

户口性质 １ ＝ 农业户口；０ ＝ 非农业户口

流动范围 １ ＝ 跨省流动；０ ＝ 其他（省内跨市、市内跨县）

流入时间 ２０１７ 年 － 流入年份

个人收入 上个月收入（千元）

婚姻状态 １ ＝ 在婚（初婚、再婚）；０ ＝ 其他（未婚、离婚、丧偶）

家属随迁情况 １ ＝ 家属随迁（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等）；０ ＝ 家属没有随迁

家庭住房条件
１ ＝ 自购房、自建房；０ ＝ 其他（租住私房、租住单位、雇主房、借住房、就业场

所等）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５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永久迁移意愿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３７６３ ０ ４８４４ ０ １

年龄 １０７８７６ ３５ ３９４８ ９ ７１３７ １５ ７９

性别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５８８９ ０ ４９２０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 １０２６ ３ １１９２ ０ １９

户口性质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８５７３ ０ ３４９８ ０ １

流动范围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５２０３ ０ ４９９６ ０ １

流入时间 １０７８７６ ５ ９５４４ ５ ７６９６ ０ ５６

社会融合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９２０３ ０ ２７０９ ０ １

个人收入 １０７８７６ ４ ４４４４ ３ ６９４３ ０ ００２０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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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婚姻状态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８０７０ ０ ３９４７ ０ １

家属随迁情况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７４０９ ０ ４３８２ ０ １

家庭住房条件 １０７８７６ ０ ２１４３ ０ ４１０４ ０ １

城市公共服务 ２８９ １ ０５００ ０ ４４７０ ０ １１８３ ３ １１２３

城市工资 ２８９ ５ ９０７０ １ １９４８ ３ ６７９３ １２ ２７４９

城市经济发展 ２８９ ５ ３５７０ ３ １０８１ １ １８９２ ２１ ５４８８

城市产业结构 ２８９ １ ０６１３ ０ ５３３１ ０ ３７０５ ４ １６５６

城市人口规模 ２８９ ４ ４９４６ ３ ２３１９ ０ ２１００ ３３ ９２００

城市房价 ２８９ ５ ５７０５ ３ ９２８６ ２ ５１８４ ４５ １４６５

城市行政级别 ２８９ ０ １２４６ ０ ３３０８ 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 ２８９ 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在控制流动

人口个人及家庭特征、流入城市特征的基础上，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研究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

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模型设定如下：
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ｊ ＝ β０ ＋ β１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ｊ ＋ β２ Ｘ ｊ ＋ β３ Ｚ ｉ ＋ εｉｊ

　 　 其中，被解释变量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ｊ表示 ｊ 城市 ｉ 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取值为 １ 表示具有永久迁移

意愿，取值为 ０ 表示不具有永久迁移意愿。 核心解释变量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ｊ表示 ｊ 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本
文利用城市公共服务指数度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控制变量包括两类：一类是城市特征变量Ｘ ｊ，包括城市工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
房价和行政级别；另一类是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Ｚ ｉ，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流动

范围、流入时间、社会融合、个人收入、婚姻状态、家属随迁情况、家庭住房条件。 εｉｊ表示随机扰动

项。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 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元离散变量，利用线性概率模型（ＬＰＭ 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各有

优劣，根据一般文献的做法（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４３］；董昕，２０１５［２７］ ），本文首先利用 ＬＰＭ 模型进行

估计，然后再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并将两种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表 ６ 的列（１）和列（２）是 ＬＰＭ 模型的回归结果，列（３）和列（４）是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６

中系数均为边际效应。 将 ＬＰＭ 模型的回归结果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较可知，核心解释变

量城市公共服务的系数相近，并都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

也均相近。 因此可以看出，ＬＰＭ 模型的回归结果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也从侧面说明

本文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接下来，本文主要对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回归结果系数

均为边际效应。
表 ６ 的列（３）是 Ｌｏｇｉｔ 模型未加入城市特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公共服

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

愿越强。 具体而言，当公共服务指数增加 １，流动人口永久迁移的概率提高 １７ ２％ 。 列（４）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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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特征变量，城市公共服务的系数仍然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控制了其他城市特

征因素之后，城市公共服务仍然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但公共服务的参数

估计值下降至 ０ ０１５９，表示公共服务指数每增加 １，流动人口永久迁移的概率提高 １ ６％ 。 总体来

说，回归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Ｈ１，说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

移意愿越强。 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中，城市工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
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产业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就业机会对流动人口永久迁

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房价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人口具有较强意愿向房价较高城市进

行永久迁移，这可能是因为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更好的公共服务，即公共服务被资本化到房

价中（梁若冰和汤韵，２００８［３８］；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２８］），房价资本化的公共服务对其拉力大于房价

作为生活成本对其推力。 城市行政级别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人口向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

级城市的永久迁移意愿更强，因为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政府配置的优质资源越多。 而经济发展水

平和人口规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６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ＬＰＭ （２）ＬＰＭ （３）Ｌｏｇｉｔ （４）Ｌｏｇｉｔ

城市公共服务
０ １７８９∗∗∗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４８）
０ １７２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４８）

城市工资
０ ０３３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０１３）

城市经济发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城市产业结构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０２５）

城市人口规模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城市房价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３）

城市行政级别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０３５）

年龄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１１）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性别
－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２９）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０６）

户口性质
－ ０ １５４３∗∗∗

（０ ００４５）
－ ０ １５０５∗∗∗

（０ ００４５）
－ ０ １４２３∗∗∗

（０ ００４１）
－ ０ １４０４∗∗∗

（０ ００４１）

流动范围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３０）
－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３０）
－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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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ＬＰＭ （２）ＬＰＭ （３）Ｌｏｇｉｔ （４）Ｌｏｇｉｔ

流入时间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３）

社会融合
０ １３９０∗∗∗

（０ ００４７）
０ １４１７∗∗∗

（０ ００４７）
０ １５５４∗∗∗

（０ ００５９）
０ １５８８∗∗∗

（０ ００５９）

个人收入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４）

婚姻状态
－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０５０）
－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０５０）
－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５１）
－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５０）

家属随迁情况
０ ０４０８∗∗∗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４７１∗∗∗

（０ ００４０）

家庭住房条件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３５）

观测值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２３２ ０ ０７７７ ０ ０９６２

Ｆ ／ Ｃｈｉ２ １１１６ ５０ １０４９ ９２ ９４２８ ００ １１２９１ ４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稳健标准误；ＬＰＭ 模型报告 Ｒ２ 和 Ｆ 值，Ｌｏｇｉｔ 模型报告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和 Ｃｈｉ２ 值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得到

２． 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效应

（１）群体异质性效应：城镇流动人口与农民工。 流动人口根据户籍类型可分为城镇流动人口

和农民工，其户口分别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 本文考察城市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农民工

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效应。 由表 ７ 的列（１）和列（２）可知：（１）无论是城镇流动人口还是农

民工，城市公共服务对其永久迁移意愿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城市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

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 城市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系数

分别为 ０ ０２８１、０ ０１５３，表明当公共服务指数每增加 １，城镇流动人口永久迁移的概率提高 ２ ８％ ，
农民工永久迁移的概率提高 １ ５％ 。 这与城镇流动人口具有更强家庭迁移能力和更重视公共服务

有关，进而对公共服务有更强需求。 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住房条件可以反映个人实现家庭迁移的

能力，城镇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 ５７００ 元，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为 ３７％ ，而农民工的平均月收

入为 ４２００ 元，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为 １９％ 。 城镇流动人口具有更强实现家庭迁移的能力，对城市

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具有更强的永久迁移意愿。 受教育水平可以反映个人对公共服务重视

程度，高受教育水平的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大。 城镇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２ ９ 年，
而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９ ６ 年。 城镇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民工，更加重视城

市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需求更大，永久迁移意愿更强。
（２）群体异质性效应：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 本文进一步考察城市公共服务对第一

代、第二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代际差异。 根据钱文荣和李宝值（２０１３） ［４４］ 的做法，本文

将 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视为第二代农民工，将 １９８０ 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视为第一代农

民工。 城市公共服务对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如表 ７ 列（３）和列（４）所
示：（１）无论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对其永久迁移意愿都具有显著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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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２）相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对第一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
具体来说，当公共服务指数每增加 １，第一代农民工永久迁移的概率提高 ２ ２％ ，第二代农民工永

久迁移的概率提高 １ ６％ 。 这与农民工流入时间和家庭化迁移程度有关，人口在流入城市工作和

生活时间越长，以及家庭化迁移程度越高，对该城市公共服务需求越大，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第

一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平均流入时间为 ８ 年，家庭成员随迁比例为 ８４％ ，而第二代农民工在流

入城市的平均流入时间为 ４ 年，家庭成员随迁比例为 ７０％ 。 由此可见，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

工较早，流动更长期化和家庭化，对公共服务需求更加强烈，永久迁移意愿受公共服务的影响更

大。 另外，第一代农民工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为 ２２％ ，而第二代农民工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为

１７％ ，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强实现家庭迁移的能力，对公共服务需求更加强烈，永久迁移意

愿更强。
表 ７ 群体异质性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城镇流动人口 （２）农民工 （３）第一代农民工 （４）第二代农民工

城市公共服务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６８）

城市工资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３４０∗∗∗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０１８）

城市经济发展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城市产业结构
０ ０５３５∗∗∗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０３６）

城市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城市房价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５）

城市行政级别
０ ０５６８∗∗∗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０４９）

性别
－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０７６）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５０）
－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４０）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００８）

流动范围
－ ０ 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８２）
－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０５２）
－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０４４）

流入时间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５）

社会融合
０ １９３０∗∗∗

（０ ０１８６）
０ １５５２∗∗∗

（０ ００６１）
０ １４５５∗∗∗

（０ ００９４）
０ １６０１∗∗∗

（０ ００８０）

个人收入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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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城镇流动人口 （２）农民工 （３）第一代农民工 （４）第二代农民工

婚姻状态
－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１１５）
－ ０ ０２５９∗∗∗

（０ ００５５）
－ ０ １１０２∗∗∗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５９）

家属随迁情况
０ ０８９４∗∗∗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５１６∗∗∗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０５６）

家庭住房条件
０ ０９４７∗∗∗

（０ ００８０）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５９）

－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５４）

年龄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１２）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５５５１ ９２９８０ ３７０４３ ５５９３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３５７ ０ ０６８７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６６６

Ｃｈｉ２ ２２４０ １２ ７０７２ ４８ ２９２８ ６１ ４２１０ ７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得到

（３）个体异质性效应。 以上基本回归是把流动人口视为同质群体，计算的是城市公共服务对

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平均效应。 然而，不同人口特征的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

异质性。 接下来本文根据人口特征，分析不同受教育年限、流入时间、个人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家
属随迁情况的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异质性反应。 通过将个人特征与城市公共服务的交叉项加入

Ｌｏｇｉｔ 模型，捕捉公共服务影响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个体异质性。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１）流
动人口的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公共服务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
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２）流动人口的流入时间与公共服务的交叉项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时间越长，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强烈，永久迁移意愿越

强。 （３）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与公共服务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个人收入水平提高，流
动人口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４）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与公共服务的

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拥有自有住房的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更大，永久迁移意愿更

强。 （５）流动人口的家属随迁情况与公共服务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个人流动，家属

随迁的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更强烈，永久迁移意愿更强。
表 ８ 个体异质性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 （２） （３） （４） （５）

城市公共服务 × 受

教育程度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０８）

城市公共服务 × 流

入时间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５）

城市公共服务 × 个

人收入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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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８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 （２） （３） （４） （５）

城市公共服务 × 家

庭住房条件

０ １０５４∗∗∗

（０ ００７５）

城市公共服务 × 家

属随迁情况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０５６）

其他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６４ ０ ０９６５ ０ ０９６４ ０ ０９６６ ０ ０９７７

Ｃｈｉ２ １１１３７ １０ １１１９９ ０６ １１１０５ ６３ １１２９７ １０ １１２０６ ６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得到

３． 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公共服务指标。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公共服务指数衡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另外也可以利用公共服务支出衡量公共服务水平（Ｄａｙ，１９９２［２３］；Ｄａｈｌｂｅｒｇ 等，２０１２［２５］ ）本文利用人

均财政支出度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９ 列（１）和列（２）所示：无论

是否加入其他城市特征变量，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与前

文基本回归结果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９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 （２） （３） （４）

城市公共服务
０ ０６２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１９）
０ ２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０５８）

城市工资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３２５∗∗∗

（０ ００１６）

城市经济发展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城市产业结构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０３２）

城市人口规模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３）

城市房价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５）

城市行政级别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０４２）

年龄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１３）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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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９

变量名称
永久迁移意愿

（１） （２） （３） （４）

性别
－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０３５）
－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０６

户口性质
－ ０ １５１３∗∗∗

（０ ００４１）
－ ０ １４０７∗∗∗

（０ ００４１）
－ ０ １７６１∗∗∗

（０ ００５２）
－ ０ １７５２∗∗∗

（０ ００５２）

流动范围
－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３２）

－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６）

－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０３６）

流动时间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３）

社会融合
０ １５９８∗∗∗

（０ ００６１）
０ １５８８∗∗∗

（０ ００５９）
０ ２１０７∗∗∗

（０ ００６５）
０ ２１４３∗∗∗

（０ ００６５）

个人收入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５）

婚姻状态
－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０５１）
－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０５０）
－ ０ ０５６１∗∗∗

（０ ００６０）
－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０５９）

家属随迁情况
０ ０５１１∗∗∗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４７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０４７）

家庭住房条件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４２）
观测值 １０７８７６ １０７８７６ ７９４０６ ７９４０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９６２ ０ ０９７８ ０ １１５２

Ｃｈｉ２ ７４３０ ５４ １１６２９ ８３ ８４４３ ３６ ９５４６ ４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估计得到

（２）剔除没想好迁移户口的样本。 基本回归中，本文将没想好把户口迁入本地的样本视为不具有

永久迁移意愿，但没想好的人口将来也有可能将户口迁入本地，未来具有永久迁移意愿，所以本文剔

除没想好迁移户口的样本，仅估计明确表示迁移和不迁移户口的样本。 由表 ９ 列（３）和列（４）的回归

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其他城市特征变量，城市公共服务都显著影响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
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越强，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六、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 ２８９ 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研究城市公

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公共服务显著影响了流动人口的永

久迁移意愿，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通过群体异质性检验发

现，相对于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更强，而在农民工群体内，与
第二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更强。 进一步通过个体异

质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入时间越长、收入水平越高、拥有自有住房、家属随迁的流动人

口，对公共服务需求更大，永久迁移意愿更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城市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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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而中国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存在两极分化，优质公

共服务都高度集中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因此，城市间公共服务差异已经成为人

口向大城市集聚的重要因素。 由于资料限制，本文没有涉及县级市和建制镇，实际上，它们的公共

服务差距更大。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城市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大城市

集聚趋势，进而遏制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镇规模两极分化。 因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移，关键是要改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公共服务，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扩大社会资本参与，提高公共服务投入。 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的落户限制已经取消，但由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普遍偏低，其户口对流动人口的

吸引力不大，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较低（贾淑军，２０１２） ［４５］。 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进
一步优化中小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和公共基础设

施等方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比例。 同时，要采取多种途径，扩大与社会资本合作，发挥

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覆盖面。
第二，扩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规模，对公共服务成本进行合理分担。 在

中国财权和事权的分权制背景下，地方政府用约 ４５％的本级财政收入承担了 ７０％以上的公共服务

支出责任（靳涛和梅伶俐，２０１５） ［４６］，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地方财力普遍不足，中央和省级政府应

加大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等，并按

现代化小城市的标准推进小城镇建设，缩小与大城市公共服务差距，进而缓解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第三，通过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需要积极培育特色优

势产业，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其人口吸纳能力，同时中央和省级政府需要改变以往政府资源配置的

行政中心偏向和大城市偏向，将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 另外，
以城市群为载体，根据不同规模城镇的优势，深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分工，推动特大城市

全面转型升级，引导其产业、要素、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扩散，通过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的经济发展提高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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